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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领地行为的新探索
——基于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对比视角

张佳良,  范雪灵,  刘    军
（中国人民大学 商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将组织领地议题引入中国情境时需要考虑文化差异带来的领地内涵的变化。据

此，本文拟在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视角下围绕中西文化的具体差异对组织领地议题内涵

进行调整。首先，本文论述了从个体主义—集体主义视角审视组织内领地行为的意义；其次，基

于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文化维度，对组织领地行为进行了跨文化对比分析；再次，为了深入

刻画组织领地在中国本土情境下的内涵，本文进一步探讨了集体主义文化下组织领地行为的

新表现，引入并探索了圈子、人情、面子以及隐忍性格特质对组织领地行为的影响。进而，本文

探讨了组织领地本土化可能面临的挑战，并在此基础上透过组织领地本土化识别出构建本土

化管理理论可能面临的挑战。最后，本文指出组织领地议题后续发展的几个可行方向。本文在

推动有理有据的组织管理本土化研究进展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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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组织管理研究的议题众多，在学界的共同努力之下，不断推陈出新。“组织领地”即是近年

来新兴的重要概念，它将动物学、人类学和环境心理学中的“领地”概念借鉴到组织管理研究

中，用来描述组织成员的领地意识、认知和行为（刘军等，2016）。在组织中，领地的存在区分了

“领主”彼此的利益格局，而为了维护自身的领地利益，组织成员会表现出领地标记行为和防卫

行为。前者是指，组织成员通过设置一些标识，来表明自己的领地归属，包括身份导向标记行为

和控制导向标记行为；后者则是针对侵略行为的反抗，包括预期型防卫行为和反应型防卫行

为。比如，员工对办公桌进行标记以划分自己工作空间的界限，对重要的文件上锁或设置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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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他人盗用，保留重要信息以防同事乘人之危来抢夺自己的客户等。

自2005年该议题首次介绍到组织管理领域以来，国内外学者逐渐开始了对该议题的讨论。

比如，Brown和Robinson（2011）讨论了组织成员在面对领地侵略时的对策，Peng（2013）讨论了

组织领地性对知识分享的抑制作用，Gardner等（2017）定性分析了领导者的预期型领地防卫行

为的具体表现和产生的原因。这些研究探索了领地行为的前因，挖掘了领地行为的后果，也表

征着该议题正在由萌芽期逐步过渡至成熟期（张佳良等，2017）。然而，由于受到思维方式和文

化特征等方面的限制，西方研究者所构建的理论模型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东方文化的土壤上（翟

学伟，2001）。东西方文化的对比与差异，在由华人学者胡先晋、何友晖、黄光国、杨国枢、郑伯埙

等所倡导的本土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学术运动中得到鲜明的体现。Barkema等（2015）指出，在引

入西方理论时中西文化差异是需要注意的关键问题，这些差异可能让原本的理论失效。同时，

陆亚东和符正平（2016）指出，文化的不同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处世哲学，进而影响人员行

为。这些文化差异的存在，对那些文化敏感的议题带来的影响最大、最广、最重要。由此，对于起

步较晚的我国管理学研究而言，在引入西方的理论时对其进行修正就显得非常重要（金占明和

王克稳，2015）。
组织内的领地行为是个体对特定对象（物体、角色、职责等）的心理所有权的外在行为表

现，旨在告诉他人这个对象是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具有排他和不可侵犯的特点（Ardrey，
1967；Brown等，2005）。因此，领地行为涉及组织成员之间的交流互动，具有社会性，最能体现

文化、制度环境和外在条件对人员行为的塑造和影响，与文化的作用紧密相关。张佳良等

（2017）在对组织领地议题进行评述时指出，组织领地在本土文化下，可能存在新的表现，需要

我们继续探讨。由此，本文寻求对组织领地的中西差异和本土特征展开讨论。

基于心理所有权的理论基础，Brown等（2005）开启了组织领地议题。刘军等（2016）指出，

心理所有权的形成与个体的自我构建方式密切相关。对个体而言，当某一对象能够成为“自我”
的延伸时，其就被个体赋予了心理所有权，而个体也会就这一对象表现出领地行为。由此，个体

的自我建构方式，在领地行为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方学者在提出和延伸组织领地行

为的概念内涵时，更多地认为领地是组织员工“独立型自我构念”的延伸（Brown等，2005；
Brown等，2015）。然而，相较于西方文化所强调的个体主义，在关注集体利益的中国本土文化

中，集体性更受重视。在中国，“互赖型自我构念”更常见，“我们”所透露的集体性比“我”所彰显

的个体性更为重要。因此，相较于西方文化中“我”的个体视角，具有社会性特征的组织成员并

不会产生强烈的倾向去建构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将自己与他人孤立起来。相反，中国人更多

的是要实现自我概念的扩大，从“我们”的视角来建立和维系领地。比如，中国人所讲的“咱俩谁

跟谁啊”所要表达的就是自我概念的扩大和延伸，把他人也纳入到自我的建构中（翟学伟，

2001），内含着“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的思想。由此，集体主义文化影响下的中国组织成

员的行为，可能与西方员工有所不同。

可见，组织领地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会表现出与西方文化背景下不一致的特征，甚至是新的

特征。遗憾的是，这些未能在Brown等（2005）的论文中得到预见，也尚未引起学界的注意和探

索。鉴于该议题的重要意义，本文将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维度下对组织领地行为进行分析。

在对中西文化下组织领地行为进行对比分析的前提下，本文进一步探索了组织领地在集体主

义文化下的独特表现。由此，借助情境化的研究方式（苏敬勤和张琳琳，2016），本文寻求在本土

思想框架下，挖掘组织领地可能存在的新内涵，重新审视西方理论的适用性。

 

74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0卷第6期）



二、  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分析框架

Barkema等（2015）指出，在众多的文化价值观中，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最能区分东西方文

化的差异。有关跨文化的研究表明，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对个体的动机、态度和行为等有重要

且深远的影响（Bond和Smith，1996；Hofstede，1984；Triandis，1995）。其中，集体主义文化强调人

与人、人与集体（团队、家庭）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个体主义文化强调人与人、人与集体之间

的差异和独立性。

学者们认为，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内涵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以何种方式建构自我。在

集体主义文化下，个体以与他人的关系建构自我，是互赖型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而在个

体主义文化下，个体以自己独特的特征定义自我，是独立型自我（independent self）（Markus和
Kitayama，1991）。（2）对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重视程度。在集体主义文化下，个体重视集体利

益超过个体利益。在个体主义文化下，个体奉行个体利益至上，更加注重个体利益的实现。

（3）对态度和规范的重视程度。相较于个体主义文化，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体更重视规范，更容

易受到他人态度和规范的影响。（4）对关系的重视程度。相较于个体主义文化，集体主义文化下

的个体更重视维护与他人和集体的关系，具有更高的关系导向。

在个体主义文化下，个体强调要能够照顾自己，欣赏、声明自己的独特之处。这与西方文化

的特征紧密相连，即人们一直信奉发现和表达自己的独特优势、特点和价值的理念。与此文化

理念保持一致，人们要求自身行为与自己内在的思想和感受保持一致，而不是与他人的想法和

社会期待保持一致。在集体主义文化下，个体强调融入到组织中，希望成为组织的有机分子。此

时，个人的自主性、自我特征以及相应的自我表达居于次要位置，而对群体的服从则成为首要

任务。另外，个体扩大了定义自我的范围，使其从个人特征发展到集体特征，并强调个体的公共

性。其内涵逻辑在于，人本身就是支离破碎的，只有及时地找到组织并融入到社会中，其才能变

得完整并实现自身价值。由此，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体寻求建立良好的关系，预期在关系中的

他人会以同样的或更大的回报来帮助自己实现目标。

由上可知，在个体主义文化之下，个体是“独立型”自我构念，以自己与他人之间的个性化

区分来界定自己；而集体主义文化之下，个体是“互赖型”自我构念，要求与他人保持关联，人们

以与他人互相联系的方式来定位自己，与他人的良好关系是自我本性的有机构成部分。这表明

在不同的自我建构方式下，自我的定义和延伸方式存在巨大差别（见表1）。对于组织领地而言，

其构建、形成与表现形式与自我的定义和延伸关系密切（刘军等，2016）。由此，在不同的自我建

构特征下，个体可能表现出不同的领地行为。另外，组织领地行为描述的是向他人宣示自己的

领地，防御和抵制来自他人的潜在的或者已发生的侵犯，具有社会性特征，也刻画了人际互动

的边界（刘军等，2016）。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区分了个体对集体目标的重视程度、规则的遵守

程度和对维持关系的重视程度等。这表明，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必然会影响人际互动和边

界感知。在不同逻辑和出发点的诱导下，人们采取行为的方式必然有所差异。因此，在个体主义

与集体主义文化下，组织领地行为也会有所差异。综上，本文选择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视

角和维度下分析组织领地行为。

表 1    独立型与互赖型自我构念对比

构念类型 鲜明特征 重要品质 重要能力 他人存在的意义
独立型自我 特立独行 个人能力、思维与想法 表达自我 跟自己对比，以评价自我
互赖型自我 融入集体 社会地位、角色与关系 抑制个性，保持和谐 与他人相处，以定位自我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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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文化下组织领地行为的跨文化对比

本文认为，领地性是一个描绘社会行为的构念，并非严格归属于心理学的范畴。只有在与

他人相处时，人们才会标记和防卫自己的领地。上文已经说明，与领地有关的行为是与社会交

往直接相连、有着紧密关系的行为。由于文化对社会交往的影响较深，因此需要加以深入探讨，

而这也凸显了在跨文化背景下研究领地行为的重要意义。

领地概念的理论基础是心理所有权。心理所有权反映了个体与对象物之间的一种紧密关

系（依附感），即对象物被视为“延伸了的自我”、“我的东西成为了我的一部分”。12年前，

Brown等（2005）在提出该概念时，是将“心理所有权”与独立型自我构念进行延伸，而忽视了

“互赖型自我构念”。但是，相较于西方的个体主义文化，在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之下，“我们”比
“我”更重要。在“我”的个性特征之下，个体的单独领地意识非常强烈，每个个体可能为了维护

自己的领地而导致个体间的割裂和分离。由此，建立一个员工之间和谐相处的组织并不容易。

但是，在“我们”的自我定义之下，个体会把与他人类似并共享的特征作为自我的延伸。由此，集

体主义文化影响下的人们可能会更多地选择合作，而非竞争。可见，在个体主义文化下，“我”的
领地更为“个性化”，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下“我们”的领地更为“群体化和共享化（shared）”。由此，

当“我”向“我们”扩张后，群体的领地性就增强，而个体领地行为就会减少。基于这样的基本逻

辑，结合中西差异，下面将对中西文化下的组织领地进行对比分析。

（一）领地标记行为

1. 身份导向的领地标记行为

领地性集中反映了“我的，而不是你的”这一理念。对“我”而言，领地更多地体现了个体的

“一亩三分地”。对于“我们”而言，领地则更多地体现了社会性的合作与和谐相处。由“我”过渡

到“我们”，必然影响个体的“身份与认同”，而这将直接体现在身份导向的领地标记行为上。

Brown等（2005）在论述该类行为时，借鉴的是差别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人类社会中，视自

己为独一无二是个体强有力的动力来源，而使自己变得独一无二则是我之所以为我的关键。在

“个体主义”文化下，员工之间的各种领地标记行为就比较凸显。个体通过领地标记行为与别人

相区分，进而定义自己（储小平和倪婧，2009）。因此，个体主义文化下的组织成员会大力提高自

己的差异性，进行自我表达和表现。

本文认为，由于中国与西方社会所秉持的理念不同，人们在组织中的个性特征较少。在集

体主义文化下，人们并不希望标新立异，也不希望脱离群体。由此，差别理论的分析视角和理论

支撑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难以适用。在集体主义文化下，组织成员多是集体主义者，具有“互赖

型”自我构念，希望利用自己和他人的亲密关系来准确定位自己。社会认同理论也认为，在一个

注重人际交往的气氛和文化中，人们会抑制自己的个性并彰显自己与他人的共性。比如，在组

织中，员工总是会想方设法地寻找彼此之间的相同或相似之处（老乡、校友、同姓、喜欢同样明

星等），以增加亲切感，并谋求和谐相处。人们不倾向于展示身上的显著差异，以避免隔阂和陌

生感。形象地说，如果一个美国人没有个性化的、异于他人的标识，那么他就会认为自己很失

败；与之相反，如果一个中国人标新立异，太过于个性化，那么他很可能难以融入群体甚至被群

体排斥，此时他会认为自己很失败。另外，在多数情况下，即使中国人表现出“标记行为”，也是

为了保持与群体的一致性，其目的是为了能够融入到群体中而非彰显自己的个性。综上，对于

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体而言，这种故意而为之的身份导向的标记行为可能会更少。据此，本文

提出命题1。
命题1：相较于个体主义文化下的组织成员，集体主义文化下的组织成员表现出更少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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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导向的领地行为。

2. 控制导向的领地标记行为

在西方文化下，个体表现出该类行为的目的在于澄清谁对该领地具有所有权，并防止该领

地被使用、获得和侵犯，而不是追求个性化。

在Brown等（2005）看来，物体本身的模糊度越高，个体越有必要增加该类标记行为，以划

清界限。本文认为，控制导向的领地标记行为的发起和实施与领地本身的属性有关，并没有过

多地涉及人员的互动思维和文化观念。由此，这种行为与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维度下的文化差

异的关联不大。据此，本文提出命题2。
命题2：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的差异不会显著地影响组织成员的控制导向标记行为。

（二）领地防卫行为

个体表现出领地防卫行为的目的在于避免或者应对他人对自身领地的侵犯。Brown等
（2005）按照预防行为相对于领地侵犯发生的时间先后，把其分为预期型防卫行为和反应型防

卫行为两类。其中，在侵犯行为发生之前进行的预防被称为预期型防卫；反之，则被称为反应型

防卫行为。

1. 预期型领地防卫行为

调节定向理论认为，人们在追求特定目标或者人生定位上的态度会有所差异，并将之区分

为“促进定向”与“预防定向”（Higgins，1997）。促进定向的个体是积极进取导向，关注可能获得

的积极结果；反之，预防定向的个体是失败避免导向，避免可能遭受的痛苦。研究证实，预防定

向与“互赖型自我构念”正相关（Lalwani等，2009）。在集体主义文化下，员工更多地表现出预防

定向和失败避免导向，寻求的是“不犯错”，而非“有所作为”（Lee等，2000）。这种失败避免导向

使得员工更重视对潜在威胁的规避，并试图通过“未雨绸缪”来增强自身不受到侵犯的可能性。

由此，在集体主义文化之下，个体很多时候会认为“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
因而会表现出较多的“未雨绸缪而防患于未然”性质的行为。具体而言，也就是个体会表现出较

多的预期型防卫行为。据此，本文提出命题3。
命题3：相较于个体主义文化下的组织成员，集体主义文化下的组织成员表现出更多的预

期型领地防卫行为。

2. 反应型领地防卫行为

在集体主义文化下，个体注重维护与他人和集体的关系，推崇和谐相处。当遭遇领地侵犯

之后，组织成员的“不看僧面看佛面”、“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心态会指导其具体的行为表现。

比如，张田和罗家德（2015）指出，从包容性的角度来看，中国人不以“全或无”的思路来看世界；

从连续性的角度来看，中国人不习惯把事物截然分开。包容性与连续性相结合，形成了中国人

解决问题的方案。由此，当面临来自外部的领地侵犯之时，中国人并不是即刻采取各种反击行

为。另外，Brown和Menkhoff（2008）的研究表明，将实体视为是可供群体分享的次要领地，是减

少个体的领地性的重要方式。同时，研究也表明，如果组织成员将领地视为集体分享的领地，那

么领地行为可能会大幅度减少（Brown和Robinson，2007）。也就是说，在集体主义“和谐观”的理

念指引之下，组织成员的反应型领地防卫行为可能会减少。据此，本文提出命题4。
命题4：相较于个体主义文化下的组织成员，集体主义文化下的组织成员表现出更少的反

应型领地防卫行为。

综上，不同的文化塑造了不同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习惯，而这也来源于理论视角的不同

（参见表2）。这些不同会影响人们的社会互动，进而影响个体的领地行为。在这一部分，本文对

比了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维度下中西方的个体在领地行为上的差异。然而，单纯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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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深刻地揭示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因此，下文将具体刻画集体主义文化下组织领地行为的

新表现。

四、  集体主义文化下组织领地行为的新表现

研究发现，在儒家、道家、法家等思想体系中，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Ma和
Tusi，2015）。然而，客观的社会现实与该思想的理想主义结果并不完全契合。在集体主义文化

的框架下，圈子、人情、面子和隐忍性等的存在，也影响着组织领地的表现。

（一）圈子与组织领地行为

一般来说，中国是一个集体主义文化的社会。但是，个体是否表现出集体主义的特征，又要

视具体对象而定（Hui等，1991；Smith和Bond，1996）。比如，在面对不同个体或处于不同团队

时，员工会选择性地表现出集体主义或个体主义特征（Koch和Koch，2007）。对此，研究发现，影

响个体是否表现出集体主义特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人与自己关系的远近，即是否为“圈内

人”（Leung，1988；Smith和Bond，1996）。可见，尽管中国人的集体性非常强，但仅限于圈子内

（肖知兴，2012）。这种非完全集体主义被杨国枢（1970）称为“家族集体主义”或“泛家族主义”。
它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中，也存在于企业组织中（Koch和Koch，2007）。

在“家族集体主义”下，个体具有高强度的关系导向。Ho等（2008）指出，当关系社会的特点

凌驾于个人之上时，个人的选择和个性的发展便受到限制。人们的行为会较强地依赖于情境，

在很大程度上会与具体的外界环境相匹配，人们的处事方式具有较大的变动性。每个人的所言

和所行会根据情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而这个情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人与自己的关系亲疏。

黄光国和胡先缙（2005）发现，中国人在社会交往时会根据圈子内和圈子外分别采取不同的方

式来待人接物。对圈子的强调，人为地划分出个体或团体的边界，进而影响了人们的社会互动。

因此，对组织领地行为的分析应考虑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下的圈子的影响。

一方面，推崇人情关系的中国人在圈子内部会利益共享（陈维政和任晗，2015）。与圈子里

的人相处时，由于彼此之间的关系质量较高，圈子内的个体会大公无私，给予他人好脸色，团结

他人，与人为善。简言之，在圈子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知较弱。由此，在圈子内，个体会表

现出较少的针对圈内人的领地行为。另一方面，集体主义文化下，个体容易受到集体规范和他

人态度的影响（Bond和Smith，1996）。陈维政和陈晗（2015）认为，在中国的家族集体主义下，人

员是否交往以及怎样交往常常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而在家族集体主义文化下，人与人之间崇

尚和谐相处，竭尽避免集体内的冲突。从这个层面看，即使在圈子内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较强，

圈子内部的员工们也会遵循集体规范，不会堂而皇之地表现出领地行为。综上，对于圈内人，个

体表现出较少的领地行为。但是，对于圈外人，个体可能表现出较多的领地行为。

个体与圈外人之间很可能存在利益纠纷和争执。由于个体的精力、能力和时间有限，个体

必然不会完全与所有人建立“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而是挑选出若干“圈内人”进行利益分享。

表 2    中西集体主义—个体主义对比下领地行为差异的理论来源

文化对比下行为差异的理论来源
理论基础

个体主义文化 集体主义文化

标记行为
身份导向 差别理论 社会认同理论
控制导向 角色模糊理论 文化免疫

防卫行为
预期防卫 自我防御理论 失败避免导向
反应防卫 归因与挫折攻击理论 集体主义“和谐观”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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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中，当个体面对与自己毫无血缘、地缘或者亲缘关系的“陌生人”或有边界之分的圈外人

时，个体依旧会表现出较多的领地行为。由此，在集体主义之下，也会存在着以圈子为边界的领

地行为，可以称之为“山头主义”。由此，领地的争夺就演变成各个圈子、山头的领地之争。这在

历史和现实中也都有所体现。比如，封建时代的藩王割据、现代集团公司旗下的各个事业部之

间的独立与自立。据此，本文提出命题5。
命题5：相较于圈子外成员，组织内的成员会对圈子内的成员表现出较少的领地行为。

在家族集体主义文化下，个体注重关系的维护与脸面的获取。在这种情况下，人情的给送

与面子的得失就会影响人们的行为。上述分析表明，为了维护圈子内部的利益，个体针对圈内

人的领地行为减少，针对圈外人的领地行为增多。对此，我们进一步认为，个体对人情和面子的

在意程度以及个体的隐忍性会影响上述过程，并在其中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我们将在下文逐

一进行阐述。

（二）面子与组织领地行为

在集体主义文化下，个体以自己与他人或集体的关系来定义自我（Brewer和Gardner，
1996；Markus和Kitayama，1991）。因此，个体在他人心目中或集体中的社会地位就成为认识自

我、定义自我的重要参照点，而面子则刻画了个体在他人心目中的序列地位（翟学伟，2013）。文
学大师林语堂说过，作为统治中国人的三位女神中最有力量的一个，“面子”是中国人生命力的

归宿，是中国人非常看重的特质。它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象征，也代表着他人对该个体的认同。

面子背后隐含的是社会对个体的期望。当个体符合他人对自己的期望时，他则争了面子。

反之，当个体不符合社会的预期时，他则丢失了面子（翟学伟，2013）。由于中国人的自我建构很

大程度建立在他人的评价和期望之上，因此，中国人非常重视社会认同，人们需要在他人的认

可中实现自我价值。很多时候，人活一口气，面子比天大。由此，获取认同并得到脸面则成为中

国人为人处事的逻辑来源。黄光国和胡先缙（2005）指出，面子是情境下的身份认同。人们会想

方设法争取面子，并且避免丢面子，以此维护面子整体价值的增加。

对于个体而言，面子具有重要的价值，它满足了个体寻求认同的心理需求，为个体带来了

诸多虚拟的荣誉。另外，面子的争取表明个体获得了他人的认可，而这种认可可以带来附加的

利益（翟学伟，2013）。比如，在组织中，某人给另一人面子的时候，通常会提供给另一方利益。因

此，无论从心理价值还是从物质价值上来说，面子对于个体来说都很重要，进而面子也很有可

能被纳入个体的领地范畴（张佳良和刘军，2017）。由此，好脸面的人，则必然要在社会互动中去

争取脸面（加强标记行为），并维护脸面的不丢失（加强防卫行为）。对他们而言，领地的意义已

经超越了物质需求，而是精神需要。据此，本文提出命题6。
命题6：相较于不在意脸面的组织成员，在意脸面的组织成员会表现出较强的领地行为。

（三）人情与组织领地行为

在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下，个体更注重关系的维护，而在中国社会中人情既可以成为交往

互动中的交换物，更可以成为维系长期关系的手段（金耀基，1993）。人情有其复杂的内涵。简言

之，它描绘了人际交往过程中“施恩”与“报答”之间的关系。在人情下的交换，交换双方进行的

并非等价交换，而是讲究“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追求的是长期的互惠平衡（黄光国和胡先缙，

2005）。在中国社会，人情来往（请托、人情债等）是一门为人处世的大学问。

重人情者，待人接物比较严谨、谦虚与忍让，能够忍受建立在自我利益减少基础上的他人

利益的增加。在领地行为的互动中，若一个人要对他人施加人情，或者报答对方的人情，则可能

会主动地放弃自己的领地，并把其赠与他人。哪怕领地遭受别人的侵犯，他也会“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任其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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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人情主要在具体的人际交往时发挥作用，由此对领地防卫行为具有影响，而对

领地标记行为影响不大。据此，本文提出命题7。
命题7：重人情的组织成员（施恩或者还报之时）会表现出较少的领地防卫行为，其领地标

记行为并无显著变化。

（四）隐忍性与组织领地行为

在家族集体主义文化下，中国人讲究“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黄光国和胡先缙，2005）。比
如，儒家所倡导的“五伦”关系本位。它界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以及相互对应的角色和职责

（杨国枢，1993）。这一等级制度体现在组织中，则是员工个体对领导权威的服从与接受。一方

面，在集体主义文化下，个体更重视对关系的维护，崇尚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尽力避免冲突。

另一方面，“和谐中庸”思想成为指导和约束人们行为的规范。对于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体来

说，这种规范对自己的行为产生的影响大且深远。

综上，家族集体主义引起的对尊卑有序的认可和集体主义文化下个体对和谐的重视共同

塑造了个体的隐忍性格特征。这种隐忍特质，刻画了一个人在遭受委屈之时，克服和压抑自身

负面情绪，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精神气质。它深深地嵌刻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文化特质和伦

理道德中，渗透在人们的衣食住行中，决定和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习惯，进而可能影响组织成员

的领地行为。

隐忍性特质对领地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与上级和与同级之间的领地行为互

动。在企业组织中，员工会肆无忌惮地信赖上级的权威（这源自中国文化本身强调对权威的崇

拜）。因为畏惧权威，人们会产生一种暂时性的心理无能，表现为心思迟滞和动作笨拙。因此当

面对权威人物时，人们选择去欣赏权威人物，并无条件地服从。原因在于，个体认为权威是全能

的，而自己又无法与之匹敌，顺从也许是最好的选择。同时，权威人物掌握着必要的资源，而恭

顺地服从也是一种自我呈现的方式，是一种有效的逢迎和讨好，能够增加权威人物对自己的好

感与赞美。而这种屈从，变相维护了和谐的人际关系，减少了不必要的领地纠纷。因此，当员工

所面临的领地侵犯来源于上级领导时，在隐忍效果的缓冲之下，其不会表现出较多的领地行为。

在与同事相处之时，中国人办事情，追求“美美与共”。无论是伦理纲常，还是家庭教育，都

强调中庸思想的重要性。哪怕遭遇到了一些不愉快，也尽量要“忍气吞声”，顾全大局。另外，中

国人要承受更多的社会压力，社会化的道德标准和规则约束和限制了人的独立意志的发展。在

组织中，这些标准和规则要能够磨灭个体的独特性，把共性和集体性挖掘出来。因此，在企业组

织中，如果员工的隐忍性较强，则可能不会与领地侵犯方“斤斤计较”，而是秉承“小不忍则乱大

谋”的理念，并不会轻易地接受或者挑起事端。由此，本文提出命题8。
命题8：相较于隐忍性低的组织成员，隐忍性高的组织成员会表现出较少的领地防卫行为，

其领地标记行为变化不大。

总体而言，集体主义文化的内涵给组织领地行为带来了新的影响，其简要模型见图1。

组织领地行为

圈内人

圈外人

面子 人情 隐忍性

 
图 1    集体主义文化下圈子、面子、人情与隐忍性对领地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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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组织领地作为近年来的新兴议题，意义重大，内涵丰富（张佳良等，2017）。本文在该理论社

区成长的早期，指出将其引入国内需要在文化差异上的注意事项，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通过对

中西文化下的组织领地行为进行对比分析可知，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下，个体的

领地行为表现会有所差异。另外，在家族的圈子式集体主义文化影响下，面子、人情、隐忍性等

都会给组织领地行为带来新的表现。

通过上述分析讨论，本文提出了八大命题。这些命题结合在一起，成为引入组织领地议题

或者其他产自于西方的议题时所要注意的文化因素。

（二）组织领地议题本土化可能面临的挑战

上文讨论了本土情境下组织领地议题的延伸，但是这又会遭到新的挑战。比如，员工的双

文化倾向，其自身的主动应对机制，以及西方的集体主义思潮等，都可能给该议题的发展带来

挑战。

1. 员工的“双文化”倾向

当代中国人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交叉影响。在社会转型期，中西文化的融

合使得员工同时内化了传统性和现代性的特征，在追求融入社会群体的同时又寻求保持自身

的独立，逐渐成为所谓的“双文化”员工。陈维政和陈晗（2015）指出，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制给

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思维理念，人情化的“熟人社会”逐渐地向“生人社会”
过渡。

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人员观念的转变所带来的“双文化”倾向使得员工的行为越发地偏离了

原有的文化影响框架，这给本土管理研究带来了挑战。

2. 员工的主动应对机制

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证实，人可以同时拥有两种以上看似冲突的文化观念。某些员工可

以在不同文化之间，根据情境需要进行文化框架的转换，激活相应的内隐文化加工机制，调动

相应的文化价值观，并对当前的刺激情境进行解释。这样的员工并不具有完全特定的、稳定的

处事方式，而是会根据情境的变化、对象的不同来区别对待。对于中国文化下以情境为中心的

人员而言更是如此。他们会在知晓两种文化观念的前提下，根据不同的情境，选择性地指导自

身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比如，当A员工和中国人打交道时，可能采取依赖型、关系型、社交性的

活动方式；而当该员工和外国人打交道时，则可能采取独立型的处理策略。也就是说，每个人都

具有一套灵活的办事原则。一方面可能会受到这个人的信念、意志等的坚定性的影响，另一方

面也可能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像“墙头草，随风倒”。
传统的研究主要考虑了社会和组织文化对员工的直接影响，即员工的被动反馈。实际上，

在面对复杂的外界环境时，员工会调动一种主导价值观来发挥作用以应对某种环境。比如，员

工会主动学习，并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周边的具体环境的要求。可见，员工的主动应对机制也

给跨文化比较和本土管理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

3. 西方社会的集体主义思潮

在当今世界，不存在绝对的本土主义。没有哪种东西是可以跨越地域而无差异的；也没有

哪种东西只能在特定的区域中寻找到，而在其他文化和社会中不存在。本文坚持，中西方之间

的文化具有连续性，并不是对立和完全二分的。它们是连续体，而非二分体。它们所揭示的只是

相对值，并非是完全绝对的事情。我们之所以说二者之间有差异，主要在于二者在程度、频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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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表现形式上有差异。比如，西方社会中也存在圈子现象，只是对社会的影响相对较小。集体

主义的特征并非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也内含在西方文化中。另外，诸多因素都会干涉个体的

行为，而文化仅是其中之一。

由此可见，讨论纯粹的本土理论建构，即使从文化传统出发，也难免会受到转型时期所涉

及的各种内涵的不间断影响。

（三）本文贡献

借鉴并学习中国台湾地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在清晰认识和界定管理研究的实用价值的

基础上，中国大陆学者在近年来掀起了本土管理研究的浪潮。然而，本土管理研究难度之大，众

所周知。与本土心理学的研究脉络和思维路径一致，本文认为，完全脱离西方的学术成就和研

究进展来讨论本土管理，可能会让自我探索之道失之偏颇。因此，本文借鉴Barkema等（2015）
所提出的“构念融入策略”（construct infusion），将西方的理论观点引入国内，并在本土情境下

加以修正与调整，以此作为理论创新的第一步。透过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新特征和新形态，本

文对组织领地行为展开了新的解读，提出了多项命题。由此，本文做出了以下理论与实践贡献。

1. 理论贡献

首先，加深了对组织领地议题的认识。在中国文化背景之下，组织领地行为的内涵带上了

独特烙印，人们的行为方式也具有新特点。表面上看，本文的讨论只是将“我”扩大至“我们”，是
范围和规模的问题。实际上，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当“我”的规模扩大之后，人们在群体圈子内

部的行为更为复杂，各种行为原则和标准等也更为繁琐，人们的交往也受到了较多的限制和规范。

其次，对跨文化研究的贡献。目前学界认识到中国本土情境研究的重要性，也发现中西文

化之间的差异会影响构念内涵。本文则以“组织领地”中的四大基本行为为基础，对比了中西文

化下领地行为的差异，并讨论了其在中国文化下的新变化。由此，本文实现了在跨文化议题下

组织领地内涵的新发展，为跨文化研究做出了贡献。另外，东南亚国家和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

在文化上存在类似的特征。因此，本文的讨论也为普遍意义的东西文化对比提供了参考。

最后，本文对组织领地的相关进展进行了总结。储小平和倪婧（2009）将组织领地性引入国

内学术界，张佳良等（2017）对该议题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了归纳评述。本文则响应了这些研究

对本土情境讨论的呼吁，呈现了本土分析框架下的组织领地的新表现。

2. 实践价值

本文的讨论有助于加深对组织中诸多现象的理解与认识。组织领地性议题的深入挖掘，对

我们理解中国人的精神大有裨益。中国人到底是“一盘散沙”，还是“一股绳子”，要视情况而定。

洞悉组织领地的深刻内涵，并有效地消除组织领地的负面效果，有助于企业组织加深对团队建

构的理解，提升团队成员活力和绩效水平。

（四）本文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文仅是从文化对比分析的视角来讨论这一议题，组织领地议题尚有诸多内容需要后续

讨论与延伸。

1. 团队或组织层面研究的必要性

本文指出了组织领地的诸多特征，而这主要基于对人际交往关系的总结与讨论。个体层面

的领地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团队或者组织层面的领地研究才更符合中国文化的具体情

况，也更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的需要。

2. 团队内和团队外的领地行为的对比

与他人友好相处有助于维护和扩张圈子内的利益。但是，圈子中的资源和好处有限，也就

使得个体只把少数人纳入内部人的范围。所以，圈子内部的领地竞争比较少，而圈子之间的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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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则必然很多。

不过，圈子内部成员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也有着彼此冲突的利益。为了这些共同的利益，

他们就会与外人竞争，以做大蛋糕；而为了那些彼此冲突的利益，他们可能内讧，以瓜分利益。

因此，后续研究可以深入挖掘圈子内成员的领地行为。

3. 文化因素的作用

文化内涵的不同导致了人们理解上的差异。但是，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本文仅关注了文

化的一些维度，而其他维度是否也会对组织成员的领地行为产生较大影响，尚不知晓。比如，会

不会还有更多的泛文化因素影响员工的领地行为选择，这些泛文化因素包括哪些因素，这是后

续研究需要讨论的。

毫无疑问的是，时代的变迁和文化的转变让“90后”员工登上了历史舞台，而儒家价值文化

和中国现实文化之间的差异造成了当今社会中的种种复杂现象。本文的分析讨论并非涵盖全

部这些现象，仅能代表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在现代化的社会变迁中，中国人的社会取向、互动方

式和人格特质逐渐发生改变，中国人的一些传统性观念必然会在现代社会的大浪淘沙中得以削弱。

4. 更深入地理解该议题

自我构念的存在使得人们穿梭于“我”和“我们”之间。这种自我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与团

队利益、组织目标进行整合，需要学者们探究，并破解其中的冲突，如社会化、群体化、集体主义

模式之下的人们必须在个体的集体性与个体的领地意识之间寻求动态的平衡关系。这些复杂

的行为表现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来继续挖掘和理解。

5. 增加相关实证研究的讨论

本文的讨论主要是一种研究构想，尚缺乏相应的数据支撑。希望后续研究可以在实证方面

对此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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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Organizational Territori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Cultural

Comparison

Zhang Jialiang,  Fan Xueling,  Liu Jun
（School of Busines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Summary: With the increasing attention paid to research on organizational territoriality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have been seeking to explore its antecedents as well as the consequences, in orde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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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e to the theory of territoriality.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organizational territoriality should
consider cultural differences when we study it in a certain cultural backdrop（e.g., Chinese）, that differs
from the western culture where the theory was born. Although culture has been used to determine and
explain preferences in modes of conduct in individuals and collectivities, it remains a major determinant
of  individuals’  psychology,  attitude,  and  behavior.  As  a  result,  the  definition  and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territoriality may vary as a function of culture. In addition, territorial behavior is a social
construct, whose meaning lies in social interactions among members that may be easily influenced by
culture. The social nature of territoriality indicates that it  may be sensitive to cultural differences.
Accordingly, the current study aims to explore how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can shape organizational
territoriality.  In  particular,  this  study  hinges  on  the  influences  of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on
organizational territoriality from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This is because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has been demonstrated as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 reflect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Besides, it also captures the ways individuals def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lf and the collective thereby showcasing the boundaries between the self and other members in social
interactions.
　　Firstly, we answer the question: why should we conside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in studying organizational territoriality? We argue that the ways that individuals define the
self will affect the ways they define the boundaries of their territories. Secondly, based on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we compare the territoriality under individualistic culture with
that under collectivistic culture. We posit that, compared with individuals under individualistic culture,
employees in collectivistic culture are more likely to display identity-oriented marks of a territoriality
and anticipatory defense, and to exhibit less reactionary defense but the same level of control-oriented
territorial mark. Thirdly, in order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organizational territoriality in Chinese
collectivistic context, we explore the effects of quanzi, renqing（favor）, face and the trait of tolerance on
organizational territoriality. We argue that individuals will display less territoriality toward members
within quanzi than those outside quanzi, and display more territoriality when they are sensitive to face
lose. Besides, individuals who care about renqing and/or are high on tolerance will be less defensive.
Fourthly, we identify the challenges for studying territoriality in Chinese collectivistic context, and
further we discuss the relevance of the challenges for developing an indigenous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territoriality and culture. For example, more and more Chinese employees are becoming bicultural and
culturally adapted to both the Western and Chinese ways of life, which tend to challenge the existing
cultural framework. Lastl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organizational territoriality and
indigenous management are examined and evaluated.

Key words: organizational territoriality;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cross-cultur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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